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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中的准社会互动与营销效能研究

袁登华,  高丽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社交媒体（如直播、抖音、Vlog等）的快速发展促使学者们重新关注准社会互动理

论。区别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的通信即时性、方式互动性、内容新颖性、媒体个性化和展示场

景化等特点为学者们探究媒体人物与消费者之间的准社会互动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思路。

为了更好地解释社交媒体中的准社会互动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本文通过文献回顾，

归纳了社交媒体的概念和特点、准社会互动的内涵和维度，梳理了社交媒体中准社会互动的心

理机制及与营销效能的关系。本文为企业营销人员选择、管理媒体人物和为学者深入研究社交

媒体的准社会互动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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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通

过信息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社会交往活动。它是个体对他人采取社会行动和对方做出反

应性社会行动的过程（邓伟志，2009）。社会互动理论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是影响深远

的社会理论流派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符号互动论、表演互动论和约定互动论等多个具

有代表性的分支理论。尽管这些分支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强调人际沟通是实

现社会互动的主要方式，象征符号的意义理解是达成有效人际沟通的关键性因素（宋林飞，

2015）。
社会互动理论形成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Horton和Wohl（1956）提出了准社会互动（para-

social interaction, PSI）概念，它是指媒体人物通过媒体向受众传播信息，受众在接触媒体的情

境中把媒体人物当作现实中的人物做出回应，他们似乎在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形成一种虚拟

的社会互动（Horton和Wohl，1956）。准社会互动尽管类似于真实的社会互动，但是不存在实质

性的互惠行为（Horton和Wohl，1956），而且准社会互动是单向概念，受众认为媒体人物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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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如注视、肢体语言）是试图与自身对话的表现，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媒体人物的暗示并非

针对特定受众，受众的回应也未必能被媒体人物接收，双方都处于单向沟通过程中（Hartmann
和Goldhoorn，2011）。Ballantine和Martin（2005）也曾指出，准社会互动理论被用来描述媒体使

用者和媒体人物之间可能发生的单方面关系。该理论可用于理解个人对媒体人物形成依恋的

过程，也有助于解释那些使用基于互联网的在线社区的消费者的行为。

尽管准社会互动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不足，以往对准社会互动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解释传统媒体（如新闻、情景喜剧、真人秀等）中的准社会互动，忽略了社交媒体对准社

会互动的影响（Yuksel和Labrecque，2016）。事实上，社交媒体的出现主要在两大方面改变了传

统媒体上的准社会互动：一方面，社交媒体为消费者与社交媒体人物（以下简称“媒体人物”）的
准社会互动提供了更多的场景，媒体人物使用社交媒体录制视频不受空间限制，消费者在观看

过程中可以沉浸在社交媒体渲染的场景中；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增加了消费者与媒体人物的准

社会互动方式，观众除了观看视频节目，还可以在观看过程中发送弹幕与之互动，也可以在社

交媒体平台上浏览媒体人物的信息，并且点赞、评论、转发等，从而增加与媒体人物的亲密感。

研究发现，企业主/品牌方与拥有大量忠实粉丝的媒体人物合作，利用媒体人物与消费者的准

社会互动可以提高粉丝的购买意愿（Liu等，2019）和品牌满意度（Hartmann和Goldhoorn，
2011）。以往学者使用人际关系理论和社会临场理论探讨准社会互动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

（Behm-Morawitz，2013；Men和Tsai，2016；Chung和Cho，2017），以及媒体人物吸引力（Knoll等，

2015；Lee和Watkins，2016）和消费者态度同质性（Lee和Watkins，2016；Sokolova和Kefi，2020）
对准社会互动的影响。虽然这些关于传统媒体的准社会互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社交

媒体上的准社会互动，但是社交媒体交往情境下准社会互动的心理机制及其对营销效能的驱

动原理至今还未曾得到妥善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基于社交媒体情境，揭示准社会互动、准社会

关系对营销效能的驱动机制。为此，本文通过梳理最新的研究文献，探索社交媒体准社会互动

的驱动因素、媒体人物如何通过准社会互动与消费者形成准社会关系、这种准社会关系又怎样

最终影响到营销效能（如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品牌口碑），等等。本文一方面期望通过对准社会

互动心理机制的探索做出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也期望能够为企业营销人员有效利用社交媒体、

选择和管理媒体人物提供指导。

二、  社交媒体中的准社会互动

（一）社交媒体的概念及特点

社交媒体是指一组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它允许用户自主创造或交换用户生成内容

（Kaplan和Haenlein，2010）。通过这些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实现线上的交流、互动（Ngai等，

2015）。社交媒体的具体形式主要指社交分享网站（如微博、抖音短视频、Vlog、淘宝直播等），用

户向特定的个体或社区上传、组织、分享照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为社交媒体构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数字化环境，在这个数字化背景下，线上零售平台（如

Amazon、eBay、淘宝）、产品官方网页、各社交媒体网站（如Facebook、Twitter、微博、抖音）相互

串联，消费者（个体或组织）可以建立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在此环境中与他人或组织建立联系、

进行交流和互动，从而满足社交需求、获取信息资源、提高工作绩效甚至获得金钱收入

（Yuksel和Labrecque，2016）。社交媒体自1990年出现以来，经过了2002—2011年的主要增长时

期（Ngai等，2015），并在最近几年进一步发展。国外社交媒体（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YouTube等）的发展早于中国，中国的微博、Vlog等最初是从国外引进并进行本土化调整的。值

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的发展逐渐以视频类社交媒体（如抖音、斗鱼直播等）为主，常见的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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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内容也由文字和图片转变为动图和短视频（李骁楠，2014）。当前社交媒体的视频功能越发

受到关注，舆情监测公司Meltwater发布的《2019社交媒体预测报告》显示，Twitter、Facebook、
Instagram重新完善了视频功能，增强了内容的互动性和即时性。《2019中国网络视频发展研究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25亿，占整体网民的87.5%，其中，短视

频用户规模达6.48亿，用户使用时长占总上网时长的11.4%，仅次于即时通信。互联网和移动端

的发展为视频社交提供了条件，比起文字和图片，以视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交方式更能满足

人们的社交需求。

社交媒体具有搜索、分享、读写、储存信息的功能（Kaplan和Haenlein，2010）。作为人们生活

中重要的交流工具，社交媒体具有通信即时性、方式互动性、内容新颖性、媒体个性化和展示场

景化五个特点。（1）通信即时性。社交媒体依托先进的通信技术，具有即时性特点，可以让不同

地域的用户实现即时交流，缩短用户之间的空间距离（Gong和Li，2017）。（2）方式互动性。社交

媒体最大的特点是互动性强，即时性可以增强互动性。例如，当一名用户在社交网站（SNS）上
发布了记录日常生活的Vlog时，其他用户可以直接点击观看、分享、评论或私信与之交流。

（3）内容新颖性。社交媒体内容新颖，几乎时刻都在更新，形式也十分丰富，有文字、图片、视频、

音频等，而且用户越来越偏好视频的形式（Gilbert，2019）。（4）媒体个性化。社交媒体允许用户

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每个人都可以通过SNS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建立自

己的社交网络，这使得社交媒体带有明显的个人烙印，凸显了个人价值（谭天和张子俊，2017）。
（5）展示场景化。社交媒体呈现出视频化的趋势（李骁楠，2014），即用户通过视频的方式记录自

己的生活，讲述真实或虚构的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中，因而具有场景化特性。

（二）准社会互动的内涵及维度

1. 准社会互动的内涵

随着技术的进步，媒体变得多元化，学者们对准社会互动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的受

众与媒体人物之间（Ballantine和Martin，2005；沙振权和周丹婷，2013；Gong和Li，2017；
Chung和Cho，2017）。Ballantine和Martin（2005）认为线上虚拟社群情境下的浏览者相当于传统

媒体环境（如电视环境）下的受众，而活跃的发帖者相当于电视中的演员、主持人，浏览者和发

帖者之间存在准社会互动，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现实联系，发帖者发出的帖子是面对整个社群

的，而浏览者通常是回复者或“潜水者”。沙振权和周丹婷（2013）认为微博中的企业家账号和粉

丝之间也存在准社会互动，尽管在微博中可能存在媒体人物账号回复粉丝评论的情况，产生暂

时性的双向互动，但是这仍然属于准社会互动的范畴，因为双向互动的概率很小，而且媒体人

物不认识粉丝，粉丝也未必知道媒体人物的真实一面（Gong和Li，2017）。社交媒体的视频形式

虽然类似于传统的电视媒体，但是媒体人物与粉丝的互动更加即时，视频场景呈现更加自由真

实，因此准社会互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在本文中，准社会互动是指媒体人物通过社交媒体向消

费者传递信息，消费者在接触社交媒体的情境中对社交媒体人物做出回应，形成一种虚拟的社

会互动。这里的“社交媒体人物”是指在社交媒体上得到消费者关注的人，普通人、明星甚至政

府官员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吸引消费者关注。这里的“消费者”是指关注媒体人物并对媒体人

物推荐的产品或品牌产生购买意愿和品牌口碑的人，当媒体人物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个人或产

品信息时，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浏览或评论。

2. 准社会互动的维度

关于准社会互动的维度问题，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存在单维和多维两种观点。（1）单维观

点。Rubin等（1985）依据Horton和Wohl（1956）提出的准社会互动概念，首次开发了由20个题项

构成的准社会互动量表。后来Rubin和McHugh（1987）把该量表修订为10题项量表，随后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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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Perse和Rubin（1988）又开发了一个10题项准社会互动量表。后来Hoerner（1999）把
Rubin等（1985）开发的准社会互动量表修订为互联网背景下的准社会互动量表。这些研究均显

示准社会互动是一个单维构念。上述量表均适用于测量传统媒体情境中的观众与媒体人物的

准社会互动（Dibble等，2016），而且当前关于社交媒体准社会互动的不少研究也仍然在使用这

些单维量表（Labrecque,2014;Lee和Watkins，2016;Gong和Li，2017;Chung和Cho,2017）。（2）多维

观点。后来有些学者提出准社会互动的多维观点，并开发了相应的量表。比如，Auter和
Palmgreen（2000）开发了一个关于观众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互动量表，包含角色认同、对角色

感兴趣、群体认同和喜欢角色解决问题的能力四个维度。Schramm和Hartmann（2008）把准社会

互动视为关于受众对媒体所刻画人物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的准社会加工过程（para-social
processing），并依此开发了由112个题项构成的准社会互动加工过程量表，其中包含14个因子。

又如，Yuksel和Labrecque（2016）采用扎根理论得到社交媒体中准社会互动的认知、情感和行

为三个维度。准社会互动的认知维度是指媒体人物的信息能够影响消费者的意见、兴趣、注意

力分配和关系构建，特别是通过对社交媒体角色的深入了解，认知维度对消费者的影响更大。

准社会互动的情感维度是指来自媒体人物的情感信息可以改变消费者的情绪，产生移情和激

发灵感，尤其是当媒体人物和消费者具有相似的兴趣爱好时，这种情感维度更加强烈。准社会

互动的行为维度是指媒体人物的信息如果被消费者认可，消费者就会产生线上行为（评论、转

发、分享等）和线下行为（口碑、消费行为模式的改变等）。尽管Schramm和Hartmann（2008）以及

Yuksel和Labrecque（2016）均认为准社会互动可以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但是前者能

否在14个一阶因子中提炼出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二阶因子，还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题项太多

也不便于应用；后者尚处于质性分析阶段，缺乏相应的量表。显然，提出多维观点的学者们尚未

达成共识。

至于准社会互动的结构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目前尚无定论，这是将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重要领域。近年来有关社交媒体准社会互动的研究之所以沿用以往学者开发的准社会互动量

表，我们认为是因为社交媒体中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为准社会互动提供了前提，尤其是视

频形式广受欢迎，消费者通过观看视频与媒体人物进行准社会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观

众通过电视媒体与节目中的人物进行准社会互动，因而以往的量表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其

实在社交媒体上，消费者除了观看视频，还可以发送弹幕、点赞、评论等，社交媒体中的文字、图

片、音频比起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广播等允许更多形式的准社会互动。因此，开发社交媒体情

境下的准社会互动量表，是推进未来研究的迫切需要。量表的题项必须反映社交媒体的特性，

确保量表的内容效度并达到心理测量学的其他必要标准。鉴于多数学者将准社会互动作为单

维变量进行研究，本文暂且视之为单一维度的概念。

三、  准社会互动的心理机制及营销效能

本文对前人的经典文献和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初步梳理了准社会互动的心理机制及

对营销效能的驱动作用。如图1所示，我们认为准社会互动与现实社会互动不同，它除了受到互

动双方（媒体人物、消费者）特征的影响外，还受到社交平台特征（如社交平台的场景和互动方

式）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特征是消费者准社会互动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准社会互动可以增加

消费者对媒体人物自我表露的认知和消费者的社会临场感，从而提升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感

知真实性和感知可接近性，最终影响消费者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
PSR）。这种准社会关系是指媒体使用者与媒体人物之间结成的更为持久的人际关系

（Dibble等，2016）。与传统媒体的准社会互动不同，社交媒体允许媒体人物自我展露的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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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都有所增加，同时，社会临场感是准社会互动区别于现实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

者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互动可以增加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社会临场感，使消费者更加沉浸在

社交媒体营造的氛围里，与媒体人物“交流沟通”。当消费者与媒体人物通过准社会互动建立起

准社会关系后，消费者倾向于相信媒体人物传递的信息（信源可信度），并且进一步相信媒体人

物推荐的品牌（品牌可信度），从而使营销效能（具体表现为购买意愿和品牌口碑）得以产生。同

时，准社会关系对信源可信度的影响可能受到媒体人物与品牌形象一致性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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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 1    准社会互动的心理机制及营销效能
 

同时，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还认为，一方面，准社会互动驱动准社会关系的形成

（Brown和Basil，2010；Chung和Cho，2014）；另一方面，形成的准社会关系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强

化准社会互动（Klimmt等，2006；Hu，2016）；如此循环往复，互相驱动。但是这种循环往复不是

在同一水平上循环往复，而是每一次循环都会使互动双方的准社会关系螺旋式上升，构成准社

会互动的心理机制，推动营销效能的产生。

（一）准社会互动的前因变量

1. 媒体人物特征

与现实人际互动类似，准社会互动建立在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印象形成过程之上，这一过

程通常是无意识的、自动的（Knoll等，2015）。Klimmt等（2006）认为，感知媒体人物吸引力在消

费者决定是否与媒体人物进行准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当媒体人物被认为没有吸

引力时，准社会互动也很难建立。媒体人物吸引力包括外表吸引力、社交吸引力以及任务吸引

力（Rubin等，1985；Schramm和Hartmann，2008；Knoll等，2015；Lee和Watkins，2016）。当个体拥

有积极评价的属性（如良好的举止）、表现出社交或积极的非言语行为（如帮助他人）、被消费者

认为与自己相似或拥有期望的特征时，他们会被消费者认为更有吸引力。在媒体人物被归类为

更有吸引力的情况下，初始的准社会互动水平会得到提高，正面媒体人物通过增加积极的准社

会互动，引起消费者对品牌更积极的态度（Knoll等，2015）。Lee和Watkins（2016）的实证研究结

果显示Vlog视频博主的吸引力（社交吸引力、外表吸引力）对准社会互动有正向影响，但是

Sokolova和Kefi（2020）的研究指出外表吸引力的作用是否显著取决于消费者对“美丽”的定义

以及媒体人物的定位，比如运动型Vlog博主不一定美丽但一定要健康。Men和Tsai（2016）通过

线上调查发现首席执行官（CEO）的领导能力和任务吸引力是推动公众喜欢和追随社交型

CEO的主要动机，这两种动机都与CEO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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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媒体人物特征是准社会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具体的吸引力类型取决于消

费者与媒体人物互动的动机，社交吸引力在多数情况下成为消费者与媒体人物互动的主要动机。

2. 消费者特征

持有使用与满足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准社会互动是消费者从媒体中寻求社会参与和满足

感的一种形式，消费者为了获得社交补偿（Rubin等，1985；Hwang和Zhang，2018）选择与媒体人

物进行准社会互动，比如寻求媒体人物的指导，希望与媒体人物见面等（Rubin等，1985）。社会

认知理论表明，人们更容易受到与他们相似的社会人物的影响（Bandura，2009）。根据

Sukhdial等（2002）的调查，千禧一代更有可能购买与自我形象相符的人认可的产品。一些学者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消费者与媒体人物的态度同质性对准社会互动有正向影响（Lee和
Watkins，2016；Sokolova和Kefi，2020），态度同质性可以提高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信任度，进而

正向影响消费者对视频和品牌的态度（Xiao等，2018）。
3. 社交平台特征

社交平台的场景化和直接现实感是驱动准社会互动的重要特征。Xiao等（2018）运用双重

加工理论，认为个体可以同时运用启发式和系统式线索对媒体人物的信息可信度进行判断，其

中，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启发式线索正向影响消费者对视频和品牌的态度。在传统媒体背景下，

电视节目制作者综合使用各种机器设备实现了消费者在观看过程中与媒体人物的感知交互性

（Labrecque，2014），电视节目角色（主持人、演员等）的身体姿势、外貌、手势和面部表情等可以

通过媒体屏幕引发受众的情感感知（Bente和Vorderer，1997）。社交媒体的场景因素（音频、视

频、触觉刺激）可以增强沉浸式互动体验从而增强社会临场感，比如机器生成的声音（Lee和
Nass，2005）、视频游戏中的场景和虚拟人物（Jin和Park，2009）。以抖音APP为代表的短视频是

典型的利用场景进行准社会互动的社交媒体，时长几秒到几分钟不等，媒体人物不再拘泥于狭

小的演播厅，而是更多出现在具有生活气息的拍摄环境中。数字技术（如字幕、滤镜、特效、音效

等）强化了视觉效果和视频表现力，更具有个人特色，使得消费者很容易沉浸在短视频中，投入

大量时间和精力（姚力文和段峰峰，2019）。
社交媒体的互动方式会对准社会互动产生影响。弹幕是直播和视频网站中常见的社交互

动方式，观看视频的消费者可以发送弹幕表达自己对媒体人物的看法，其他消费者可以在观看

视频的同时看到弹幕，甚至点赞和回复。弹幕越即时、内容越有趣，越能够激发消费者之间、消

费者与媒体人物之间的准社会互动（韩璐，2015）。以淘宝直播为例，弹幕功能增加了消费者与

淘宝主播（媒体人物）之间的准社会互动，媒体人物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消费者一起在“虚拟社

区”里交流意见，营造出一种很多人都在购买产品、获取优惠券和“产品很稀缺”的氛围。

（二）准社会互动的心理机制

综合分析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总结认为社交媒体中准社会互动的心理机制可以概

括为准社会互动与准社会关系之间的循环强化和双重加工，如图1所示。

1. 循环强化机制

准社会关系是一种持久的且通常是积极的、单方面的亲密关系（Horton和Wohl，1956）。一
方面，准社会互动能够引起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长期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对媒体人

物的了解不断加深，这会增进他们对媒体人物的信任和忠诚（Brown和Basil，2010；Chung和
Cho，2014），促进良好的准社会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良好的准社会关系会反过来引发更多

的准社会互动（Klimmt等，2006；Hu，2016），引起消费者对媒体人物长期的习惯性关注，使消费

者有更多的机会与之进行准社会互动。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所有个体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社交媒

体账号，通过发送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和转发、评论、点赞等方式与其他个体进行互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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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粉丝的追随并强化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媒体人物除了定期、经常性地发送内容以获得消费

者的持续关注外，还可以设置其他强化刺激来建立关系、增加互动。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

纳的强化理论认为，个体采取某种行为后出现的积极或消极结果会影响该行为发生的概率，当

人们采取某种行为能从他人那里得到某种令其感到愉快的结果时，这种结果就会反过来成为

推动人们趋向或重复此种行为的力量（钟力平，2008）。比如李佳琦在他的直播视频中，经常鼓

励消费者尝试新鲜事物，赞美涂口红的女性消费者，也会设置许多抽奖环节，给予金钱激励。李

佳琦扮演的角色像是消费者的好朋友，给出中肯的意见，担心消费者买不到好产品。这样的准

社会关系反过来会增加消费者与李佳琦互动的意愿和机会，有的消费者甚至提出购买需求，请

李佳琦推荐合适的产品。这种准社会互动会吸引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长期关注，使他们自然而

然地建立良好的准社会关系。根据心理学家斯金纳的强化理论，这种良好的准社会关系会反过

来增强消费者与媒体人物互动的意愿。因此，我们认为，准社会互动与准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循

环强化、螺旋式上升的关系。这是准社会互动心理机制的一个方面。

2. 双重加工路径

归纳总结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Petty和Cacioppo（1986）提出的精细处理可能性

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并从Kim等（2017）在研究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劝

说沟通机制时构建的“移动社交媒体中的ELM概念框架”中受到启发，认为准社会互动心理机

制的另一方面是双重加工路径，即准社会互动对准社会关系的影响不外乎两条路径：一条是以

消费者对媒体人物自我表露认知为中介的中心路径；另一条是以消费者的社会临场感为中介

的边缘路径。

根据Petty和Cacioppo（1984，1986）早期的观点，ELM利用中心路径解释认知因素在态度形

成和改变中的作用，利用边缘路径解释非认知因素在态度形成和改变中的作用。ELM中两条

路径的触发取决于消费者的卷入程度，此观点得到很多研究的印证。例如，Cho（1999）使用

ELM描述了消费者与网络广告互动的信息加工过程，在ELM中，当消费者以高卷入、高动机和

高能力浏览在线广告去获取渴望的知识和信息时，他们被ELM的中心路径所劝说。相对的，当

消费者仅被诉求图片、文字、音乐等劝说时，他们不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认知能力，这种劝说模

式是边缘路径。据此，我们认为在消费者与媒体人物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改变中，消费者采取

哪种信息加工路径取决于消费者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互动水平（相当于ELM中的卷入程度）。

准社会互动水平越高，消费者越倾向于选择中心路径，他们越会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探寻媒

体人物更多的和更深入的信息，加强对媒体人物自我表露的认知，其态度改变越建立在深入的

信息加工基础上（Pan和Hanusch，2011；John和De’Villiers，2020），为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改变

打下坚实的基础；消费者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互动水平越低，就越会激发边缘路径，利用一些

次要的情境或情感因素（Bhattacherjee和Sanford，2006）如社会临场感（Cyr等，2018）来形成或

改变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关系。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在社交媒体人物与消费者的准社会

互动对准社会关系的影响中，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是否存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

（1）中心路径

中心路径认为消费者态度的形成和改变是消费者认真分析和精细加工关键信息的结果

（Petty和Cacioppo，1986）。准社会关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高度关注

和深度了解。媒体人物的自我表露在发展准社会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沙振权和周丹

婷，2013；Chung和Cho，2017）。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是指个体向他人透露隐藏的个人想法

和感受（Chung和Cho，2017）。自我表露涉及广度和深度，其中广度是指所涵盖的主题数量，而

深度是指所展现信息的私密程度。根据社会渗透理论，人的个性通过从表面到亲密的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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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向他人展示，随着关系的发展，人们向他们的关系对象表露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增加

（Chung和Cho，2017）。人们倾向于喜欢向他们透露个人信息的人（Collins和Miller，1994）。社交

媒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亲密、频繁和高度展示的信息传递。媒体人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

日常经历，提供个人信息，交流他们对当代问题的想法和评价，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和情况等，这

些深层次信息满足了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好奇（Yuksel和Labrecque，2016）和精细加工需求。

Marwick和Boyd（2011）以及Chung和Cho（2017）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社交媒体互动的自我表露

性质能够增强感知的亲密和联系，从而培养和强化准社会关系。

媒体人物的自我表露之所以会对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巩固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信息真实性因素在起作用。真实性（authenticity）指“真诚地努力让消费者了解所有相

关信息，包括真正的意图、兴趣、需求和欲望”，互动是社交真实性的一个影响因素（Gilpin等，

2010）。Pronschinske等（2012）在对职业运动队利用Facebook吸引粉丝的策略的研究中发现，社

交网络传播信号的真实性对吸引和保持活跃、强大的粉丝群有着显著影响。根据不确定性理

论，消费者对媒体人物感知真实性的增加，可以减少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感知不确定性，从而

使消费者保持对媒体人物的忠诚（Hu，2016）。Marwick和Boyd（2011）认为，媒体人物在社交媒

体上推送的信息使用第一人称（“我”和“我们”）或者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会拉近媒体人物与

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增强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感知真实性，从而增进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忠诚

（Ballantine和Martin，2005）。
综上我们认为，在准社会互动对准社会关系发生影响的中心路径中，消费者对媒体人物自

我表露的认知和信息真实性依次起中介作用，当然消费者对媒体人物自我表露的认知也可能

通过“可接近性”因素对准社会关系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

（2）边缘路径

边缘路径则认为消费者对某一客体态度的改变不是出于对该客体本身特性的考虑，而是

由于将该客体同其他因素联系了起来（Petty和Cacioppo，1986）。在社交媒体交往过程中，准社

会关系的形成除了与媒体人物本身的信息有关，还与虚拟现实的场景有关，只有身临其境才能

情真意切。Cyr等（2018）在使用ELM检验网页设计对网络说服的影响研究中，把社会临场感

（social presence）归结为边缘路径。由此推论，消费者感知到的社会临场感可能在准社会互动

对准社会关系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构成边缘路径。社会临场感是消费者通过互动感

知他人存在的程度以及与之建立人际交流关系的倾向，即当一个人与虚拟环境中的社会行为

者互动时，就好像这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样（Lombard和Ditton，1997）。社交媒体为人

们的准社会互动提供了虚拟空间，人们应用他们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的社会规则和规范进行互

动（Behm-Morawitz，2013），因此增加了沉浸感。Boyns和Loprieno（2013）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

将互联网作为准社会环境，指出情感互动在准社会互动中非常突出，虚拟环境中的互动可以模

拟社会临场感，创造个人情感体验。

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推断，在边缘路径中，消费者的社会临场感之所以会对准社会关系的

形成和巩固产生重要影响，是因为可接近性因素在起中介作用。可接近性（approachability）是
人们对“一个人是热情的、关心的、易于交谈的，表现出关心和善意的倾向”的一种感知（Men和
Tsai，2016）。可接近性是建立高质量线下人际关系的一个要求。Men和Tsai（2016）从组织管理

角度指出，CEO与公众的社交媒体互动能让公众感知到CEO平易近人、关心公众的意见，这反

过来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社交媒体尤其是视频类社交媒体为媒体人物

和消费者的互动提供了合适的场景，通过社会临场感使得消费者感知到媒体人物的可接近性。

以Vlog为例，它的内容主要是视频博主近期的生活，视频博主直视镜头，仿佛看向观众，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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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直接甚至唯一的交流对象，视频图像使得观众靠近视频博主的地点和时间（李俪，

2016）。
综上我们认为在准社会互动对准社会关系发生影响的边缘路径中，消费者的社会临场感

和媒体人物可接近性依次起中介作用，当然社会临场感也可能通过信息真实性因素对准社会

关系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

（三）准社会互动的营销效能

营销效能（marketing effectiveness）是企业运用某种策略或技术手段带来的营销结果

（Leung等，2015）。良好的营销效能能为企业带来长期利益，因此企业会努力提高顾客满意度，

追求营销效能最大化（Keh等，2006）。购买意愿和品牌口碑是两个重要的营销效能表现，也是

社交媒体营销效能研究的两个常见指标（Leung，2015；Hwang和Zhang，2018）。
综观以往学者的研究可见，在社交媒体营销实践中，通过消费者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互动

形成和发展的准社会关系对营销效能的影响（Djafarova和Rushworth，2017；Hwang和Zhang，
2018）也存在内在的心理驱动机制。

1. 准社会关系对信源可信度存在正向影响

信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常被用来研究名人代言的有效性，表示消费者相信代言人

提供的产品/服务信息真实的程度（Gong和Li，2017）。信源可信度由两个子维度构成：专业性和

可信度。专业性是指信源拥有的与代言主题相关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可信度指的是信源的诚

实、可信和正直（Chung和Cho，2017）。Gong和Li（2017）研究认为信源可信度在粉丝和名人的准

社会互动与代言效果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Chung和Cho（2017）的实证研究证明粉丝们通过准

社会关系获得的高度亲密、友谊和理解增强了名人信息的可信度。当消费者通过多次与媒体人

物互动与其建立了准社会关系时，消费者倾向于将媒体人物视为可靠的信息源，将其作为帮助

决策的有效信息（Colliander和Dahlén，2011）。因此，我们认为准社会关系对信源可信度存在正

向影响。又有研究认为，运动员—产品一致性越高，人们对Twitter的运动员代言广告的态度越

积极（Cunningham和Bright，2012）。媒体人物形象与品牌形象一致，容易唤起消费者对品牌的

记忆（Knoll等，2015），相反，即使媒体人物与消费者的准社会关系良好，如果媒体人物与品牌

形象的一致性很低，消费者对信源的信任程度也会降低。Gong和Li（2017）证明了在社交媒体

情境中名人—产品一致性的适用性。因此，媒体人物与品牌形象的一致性可能在准社会关系对

信源可信度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2. 信源可信度对品牌可信度存在正向影响

品牌可信度（brand credibility）指的是企业兑现承诺的意愿和能力（Erdem和Swait，2004）。
Spry等（2011）指出高可信度代言人的可信度可以转移到品牌上，引起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

Klimmt等（2006）研究发现，媒体角色的特征不能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但是能通过准

社会互动影响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定位。Knoll等（2015）的实证研究得到结论，准社会互动的

情感维度在媒体人物吸引力和品牌态度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尽管认知维度和行为维度没有

起到中介作用，但是依然对品牌态度有显著或轻微的影响。媒体人物向消费者推荐品牌/产品，

提高了品牌/产品的感知质量，降低了感知风险和信息成本，因此消费者更有可能进行购买，甚

至愿意为可信的品牌支付更高的价格。可见，信源可信度对品牌可信度存在正向影响。

3. 品牌可信度对营销效能存在正向影响

媒体人物与消费者的准社会互动可以形成并增强媒体人物和消费者的准社会关系，这种

关系可以促进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信任，进而促进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

愿和正面口碑。可见，在社交媒体情境下，营销效能的提升主要是基于消费者与媒体人物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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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准社会互动形成并强化的。大量现实表明媒体人物与消费者的

准社会互动能够为企业和品牌带来商业价值和品牌价值。例如，媒体人物录制抖音短视频来介

绍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了产品的生产或使用场景，并通过视频内容和其他方式与消费者进行准

社会互动，建立了与消费者的准社会关系。消费者基于对媒体人物的信任，对品牌及其产品产

生信任，这种信任可以提高品牌的感知质量，降低感知风险和信息搜索成本，从而增加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和正面口碑（Chung和Cho，2014）。而且，消费者可以通过短视频链接进入购买平

台，从而简化了购买程序，缩短了购买思考时间，促进了订单量的增加。出于对媒体人物的支

持，消费者不仅自己会购买媒体人物推荐的产品或品牌，也会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正面口碑传

播，品牌及其产品被传为佳话。

四、  营销启示和未来研究展望

准社会互动概念自Horton和Wohl（1956）首次提出以来，已在媒体和传播文献中得到了很

好的确立。准社会互动最初被定义为媒体人物和观众之间类似“面对面”的互动。虽然观众是由

大众媒体的用户组成的，但媒体人物可以包括几种类型，如主持人、演员或名人。在互动事件

（如电视节目、商业广告或访谈节目）中，人物角色的行为有助于观众形成对该角色的看法，并

将其带入下一个社会情境（Ballantine和Martin，2005）。自准社会互动概念提出以来，有关传统

媒体的研究一度用它来解释其中的大众传播原理。大量学者研究了准社会互动的原因、后果、

特点和影响（Giles，2002；Klimmt等，2006）。近些年，学者们开始研究准社会互动的新内容，例

如准社会互动和准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Klimmt等，2006；Schramm和Hartmann，2008；
Hartmann和Goldhoorn，2011）、准社会关系破裂（para-social relationship breakup）（Cohen，
2004）、与不同类型人物的准社会互动（Schramm和Wirth，2010）、与不受欢迎的人的准社会互

动（Dibble和Rosaen，2011）。本文概述了准社会互动理论，探讨了准社会互动如何影响社交媒

体用户的消费行为。通过梳理社交媒体中准社会互动的心理机制，我们认为准社会互动是消费

者与媒体人物之间的一种虚拟社会互动。媒体人物特征、消费者特征和社交平台特征都会影响

准社会互动。准社会互动通过以消费者对媒体人物自我表露的认知为焦点的中心路径和以消

费者社会临场感为焦点的边缘路径，在具体的社交媒体事件中使媒体人物与消费者之间形成

一种类似真实人际关系的准社会关系。这种准社会关系又会反过来驱动准社会互动，形成二者

循环强化的心理机制，消费者与媒体人物的准社会关系螺旋式上升，进而对营销效能产生越来

越好的影响。这一初步探索是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营销启示和未来研

究展望。

（一）营销启示

1. 选择合适的社交媒体人物为品牌背书

从前文所述社交媒体准社会互动的心理机制来看，营销人员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优

势，考虑企业的消费者特征，选择合适的社交媒体人物为品牌背书。社交媒体人物不同于以往

的政治人物、影视明星、运动员，可以是有个人特色的“普通人”。但是要考虑媒体人物的社交媒

体形象与品牌定位是否一致，正面的媒体形象能够引起消费者的正面准社会互动，从而引起正

面的品牌态度。当媒体人物形象与品牌形象一致时，消费者更容易记起该品牌（Knoll等，

2015），因此需要考虑媒体人物的形象定位与品牌/产品的匹配度。此外，企业还可以自行培养

企业的社交媒体名人，如社交型CEO（Men和Tsai，2016）。企业高管应与公共关系团队合作，采

用互动策略。社交型CEO除了发布公司/产品相关信息，还可以提供他们对当前问题和行业趋

势的见解、战略观点和想法。企业领导人应该以个人的、寻求对话的语气进行沟通，积极回应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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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者的帖子，并鼓励社交网络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Men和Tsai，2016）。企业通过培养合适的

媒体人物为品牌背书（社交媒体名人或社交型CEO），能够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态度。

2. 利用双重路径促进准社会关系的建立进而提升营销效能

本文认为消费者感知到的媒体人物的自我表露水平越高，其对媒体人物的真实性和可接

近性感知就越强，消费者就越容易与媒体人物形成准社会关系。因此，社交媒体人物应注重深

层信息的展示，利用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工具或其组合，增进与消费者的准社会互动。媒体人

物在展示深层次信息时发布的内容要真实、有效，要注意内容的语气语调。一般来说，当媒体人

物以个人语气进行互动时，消费者感知到的真实性和可接近性水平更高（Ballantine和Martin，
2005）。媒体人物在进行品牌宣传时，既要避免让品牌太过频繁地出现在推送内容中引起消费

者反感，又要合理表述自身与企业主/品牌方的关系（产品赞助、货币赞助等方式）。此外，媒体

人物还应该注意利用社交媒体的场景优势，提高消费者的社会临场感，从而借助边缘路径促进

准社会关系的建立，进而提升营销效能。

（二）未来研究展望

1. 开发恰当的准社会互动量表

目前，普遍使用的准社会互动量表是Rubin等人（1985）开发的20题项量表以及Perse和
Rubin（1988）开发的10题项量表，后者更常用。准社会互动量表最初是用来测量观众与电视新

闻播音员的互动的，后来被改编来测量消费者与其他媒体角色（电影角色或政治家）的互动

（Dibble等，2016）。Hartmann和Goldhoorn（2011）开发了6题项EPSI量表，用来衡量用户的准社

会互动体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未来学者们应该根据不同社交媒体的特点开发相应的量

表，提高内容效度。同时，学者们还应该严格区分准社会互动量表与准社会关系量表，避免混淆

概念，提高量表的内容效度和预测效度。

2. 揭示什么样的社交媒体更适合进行准社会互动

为了揭示什么样的社交媒体更适合进行准社会互动，需要考虑社交媒体的特点对准社会

互动的潜在影响，比如电影可以使观众沉浸在剧情中理解角色，而脱口秀的舞台、灯光、节目品

牌、掌声等会打断观众的准社会互动，因此电影形式的媒体准社会互动多于脱口秀中出现的准

社会互动。直播、抖音、Vlog虽然都属于社交媒体，但是各有特色，直播的画面流动性和表现力

最弱，抖音的时间最短，Vlog更写实。因此，不仅要了解不同类型社交媒体的营销效果差异，还

要构建更深入的内在心理机制。不同的社交媒体有不同的特点，在分析社交媒体平台对准社会

互动的影响时应考虑特定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特点，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总结社交媒体

平台如何促进消费者的准社会互动。

3. 挖掘能够影响准社会互动和准社会关系的其他因素

虽然本文总结了媒体人物、消费者、社交平台三方面因素，但是还不够全面，存在一定的局

限，未来仍需探索其他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了解这些因素如何促进准社会互动或减少

准社会互动。例如，Cohen和Tyler（2016）的研究显示，如果公众感知到媒体人物的帖子并非由

个人推送（而是由助理或者机器推送），媒体人物的真实性就会降低，距离感就会增加，准社会

互动就会减少。同时，媒体人物可能受品牌方的赞助支持，发布有关品牌的内容，为品牌背书，

但是这种背书往往较难被粉丝识别出来，媒体人物的真实动机难以推断。有研究认为，如果媒

体人物被发现是出于商业动机进行互动，在线口碑（e-WOM）就会受到不利影响（Boerman等，

2017），但也有研究认为媒体人物主动透露商业动机可以增强粉丝信任（Lu等，2014）。此外，媒

体人物的内容（帖子、视频）也可能影响准社会互动，比如，微博文字的长短和人称使用甚至错

别字都可能影响准社会互动和准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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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社会临场感的同时拓展对空间临场感和自我临场感的研究

在当前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使用社会临场感分析消费者与网站、名人甚至虚拟人工的互

动机制，对空间临场感和自我临场感探讨较少（Behm-Morawitz，2013）。临场感被认为是个体

在虚拟环境中的心理和感官沉浸程度（Schrader和Bastiaens，2012）。Behm-Morawitz（2013）从用

户角度将临场感分为空间临场感、社会临场感和自我临场感。本文认为在社交媒体情境下，当

消费者与媒体人物进行准社会互动时，消费者可能会沉浸到社交媒体营造的空间中（空间临场

感），感知到媒体人物的“真实”存在（社会临场感），甚至产生代入感（自我临场感）。因此，未来

的研究可以思考社交媒体如何实现消费者的空间临场感和自我临场感，临场感的不同维度又

如何影响消费者对媒体人物和产品/品牌的感知。

5. 开拓社交媒体准社会关系破裂研究

准社会关系破裂是指消费者与他们喜欢的媒体人物的准社会关系结束（Cohen，2004）。
Hu（2016）认为与媒体人物的频繁、重复和持续的接触使得消费者对媒体人物的行为产生期

望，当媒体人物达到消费者的期望时，消费者会对媒体人物产生好感，形成准社会关系；而当媒

体人物违背这些期望时（例如丑闻），消费者的准社会互动意愿就会降低，甚至产生攻击性，阻

碍准社会关系的发展或导致准社会关系破裂。Cohen（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准社会关系强

度与准社会关系破裂程度正相关，消费者与媒体人物关系越亲近，在媒体人物出现丑闻时准社

会关系破裂程度就越高（Hu，2016）。“人设”崩塌是社交媒体时代常见的现象。但是有社会心理

学研究表明，亲密关系会使人原谅媒体人物的过失，减少人设崩塌的不良结果（Hu，2016），因
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什么因素会导致准社会关系破裂，什么样的边界条件可以增加或减少

准社会关系破裂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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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ocial Interaction in Social Media and
Its Marketing Effectiveness

Yuan Denghua,  Gao Lidan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Summa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such as live streaming, short videos, Vlogs,
etc.）has attracted scholars’ attention to the theory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edia, social media provides new research ideas and content for exploring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personae and consumers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s of instant communication,
interactivity, novelty of content, media personalization and social media scenario.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in social media. Para-social interaction is distinguished from real social interaction by how it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media. Media personae’s characteristics, consumers’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platform characteristics, all of which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umer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eng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 para-social interaction
can stimulate consumers’ cognition of media personae’s self-disclosure and their perceived social
presence through the central route and the peripheral route respectively, so as to improve the authentic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media personae perceived by consumers, and ultimately affect the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and media personae. According to Skinner’s theory of reinforcement
and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that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nd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will b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each other in a circular way, where para-social interaction
drives the formation of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which will in turn motivate more para-social
interaction. With each cycle of reinforcement between PSI and PSR, the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and media personae rises to a higher level, presenting a spiral-upgrading state. Last
but not least, when consumers and media personae establish the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through para-
social interaction, consumers tend to believe in media personas（source credibility）, and further believe
in the brands recommended by media personae（brand credibility）, resulting in more marketing
effectiveness（purchase intention and positive word-of-mouth）. Meanwhile, the influence of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on source credibility may be moderated by the congruence between media personae and
brands.

In a word, both cyclic reinforcement mechanism and dual processing routes constitut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which ultimately promotes more marketing
effectivenes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enterprises and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two main contributions: On the one hand, it make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hrough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use social media, select and manage media personae, and promote
enterprises to generate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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